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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狱新语》中的婚姻判决研究

颜子然

摘  要｜《折狱新语》是明代宁波府推官李清的判词专著，共收录判词二百一十篇，其中涉及婚姻的共计二十九

篇，是研究明代婚姻制度的重要材料。《折狱新语》中的婚姻判决分为“一女二嫁”“夫妻离异”“孀

妇再嫁”“典雇婚姻”“涉妾判决”五类。在当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秩序的治理要求以及主流司法观念

的影响下，这些婚姻案件判决呈现的主要特点为：更倾向于保护男性利益，尤其是男方家族利益；违律

为婚强调主婚人的责任；重视对妇女的道德教化以及倾向于保持婚姻关系稳定。受制于时代局限性，李

清做出的婚姻判决也会具有过分强调妇女节操、迷信倾向、明确区分身份等级、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不

足；但瑕不掩瑜，《折狱新语》婚姻判决仍对当代司法定案、判案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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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折狱新语》作为我国现存较为重要的一部明

代判词专著，共收录明代宁波府推官李清的判词

二百一十篇。它不仅是明末浙江宁波这一地方的司

法实录，也是研究明代法律史的重要材料。随着《民

法典》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同时

废止。而婚姻作为社会生活中逃不开的话题，我们

只有知古才能更好地鉴今。因此对《折狱新语》中

涉及婚姻判决判词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折狱新语》中明代婚姻判决的

研究主要表现在：以《折狱新语》中的某些案例作

为史料用来举例或者佐证其主张的观点。［1］或是

对《折狱新语》中某些案件本身进行研究，［2］但

并不会研究全部涉及婚姻判决案例，学者们更倾向

于仅对某一类婚姻现象进行研究。还有对李清判词

本身的风格特点进行研究，［3］但对其中婚姻史料

［1］马高洁：《明代妇女的民事法律地位》，湘潭大

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2］吕柳莹：《中国古代典雇婚姻的法史探讨》，复

旦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3］季文磊：《〈折狱新语〉研究》，天津师范大学

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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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并不深入。综上所述，此前的研究不甚全面，

故还存在留白。本文将从《折狱新语》中所涉的全

部婚姻判决类型尽可能进行全面探讨，比较集中地

论述那个时代司法者、普通百姓以及当事人对待不

同婚姻诉求的态度，以期勾勒出较立体的明代婚姻

制度全貌。

本文从二百一十篇判词中择取二十九篇不同案

由但都涉及婚姻的判词，从司法官的态度、社会主

流反映等方面总结出《折狱新语》所反映的明代司

法官判决婚姻争讼案件的特点——即明代司法官断

狱杂糅人情因素、更倾向于保护男性利益、违律为

婚强调主婚人的责任、重视对妇女的道德教化以及

倾向于保持婚姻关系稳定。并且进一步分析形成这

些特点的原因。最后，阐明研究这些婚姻判决对当

代婚姻判决的借鉴意义。

二、《折狱新语》中婚姻案件概述

（一）《折狱新语》中婚姻案件的整体概况

本文以《折狱新语》中涉及婚姻的二十九篇判

词为样本做统计分析，下面将此判牍中婚姻争讼案

件的基本情况作表，详见表 1。

表 1  《折狱新语》中的婚姻争讼案件

序号 案名 主要争讼人 争讼内容 是否依律判决

1 一件逼嫁事 孔弘祖、何挺 一女二嫁 否

2 一件劫妻事 沈斌、方德四 一女二嫁 否

3 一件法斩事 李二木、刘龙 一女二嫁 否

4 一件活拆事 沈洪、方胜 一女二嫁 否

5 一件拆妻事 汪寿法、江昌荣 一女二嫁 是

6 一件姻变事 沈之龙、胡奎 一女二嫁 是

7 一件强占事 刘有义、柳士升 一女二嫁 是

8 一件谲拆事 徐尚德、何冬女 和离 是

9 一件擘破事 任春龙、严凤 和离 是

10 一件硬配事 周氏、柳氏子 和离 否

11 一件冤命事 汪三才、陈汝能 出妻 是

12 一件忤杀事 李文、蓝氏 出妻 是

13 一件首盗事 袁德、阴氏 出妻 是

14 一件飞攫事 陈生、元瑜 孀妇再嫁 是

15 一件枉法事 王四四、陈良忠 孀妇再嫁 是

16 一件砍门事 王氏、竺世怀 孀妇再嫁 是

17 一件诳诈事 周氏、汪嘉麟 孀妇再嫁 是

18 一件谋劫事 何济、周应骐 孀妇再嫁 否

19 一件欺寡事 杨氏、陈有光 孀妇再嫁 是

20 一件抄虏事 胡氏、陈氏两儿 孀妇再嫁 是

21 一件拐妻事 程玉、郑采子 典妻 否

序号 案名 主要争讼人 争讼内容 是否依律判决

22 一件奸占事（二） 徐戚生、何九二 典妻 是

23 一件不法事 黄元格、李滋 典妻 否

24 一件通奸事 董金凤、马方 典妻 是

25 一件斩占事 柯家、鲍家 婢女为妾 是

26 一件环烹事 王生员、王君实 婢女为妾 是

27 一件黑冤事 李弈、李方禄 婢女为妾 和解

28 一件灭亲事 元新、兰氏 妻妾失序 是

29 一件硬奸事 山远、水澄 买妾 是

资料来源：《折狱新语》。

（二）《折狱新语》中婚姻案件的分类

1．一女二嫁

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甚至中后期还出现了资本

主义萌芽。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财富的

大量累积，人们金钱崇拜的观点逐渐盛行。当时社

会婚姻中的功利因素十分突出，婚嫁论财成为社会

风尚。“婚姻论财”观念造成的影响反映在婚姻领

域最典型表现就是“一女二嫁”行为。从上述表格

可知，在《折狱新语》二十九篇涉及婚姻的判词中

有七篇是有关一女二嫁的内容，占比将近 25%。

尽管《大明律》卷第三户律三婚姻十八条中

对此有限制规定：“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

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1］即使女方已有婚约，

但若有人愿意给出更高的聘礼，虽然面临杖刑的风

险，主婚人也愿意将女方许配给后出聘礼最高者。

现举一例如下：

一件活拆事

审得沈洪之以女许方胜子也，乃崇祯元年事也。

迨延至三年，则是女红叶欲沉，而摽梅已过矣。盖

因胜家窘甚，故迟回至今。而未几忽以果盒礼往，曰：

“吾将娶妇。”……且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则沈

洪亦不能无罪焉。合与巧言如簧，分鸿断鸳之李春，

各杖示惩。其一女则万妻也。流水落花两无情矣！

方胜不得再有呶呶，自取反坐。［2］

本案中争讼一方当事人沈洪最初以其女许配给

方胜的儿子，因为方胜家贫，给儿子娶妻迟迟不下

［1］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8年

版，第95页。

［2］［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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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金。某天忽然送果盒表示要迎娶沈洪女，简单到

如此地步。沈洪妻子便不许婚，将果盒折价并原聘

返还方家，继而将女转嫁给李万。最后，沈洪因根

据钱财多少决定女儿婚姻而获杖刑，以示惩戒。

2．夫妻离异

《折狱新语》中男女双方婚姻终结有和离和休

妻两种形式。其中，涉及诉和离的有三，诉出妻有

三，共占《折狱新语》中婚姻判决案件总数的大约

21%。首先，明代作为封建社会，以儒家所倡导的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为立法、司法指导思想。婚姻领

域充分贯彻儒家所倡导的“良贱有别”［1］原则，

强调良人与贱民之间的身份差异。其次，明代作为

男权社会，当然以保护男性利益至上，男子有权单

方面解除婚姻——出妻便是典型体现。此处各举一

例论证如下：

一件谲拆事

审得淮安府人徐尚德，乃鄞人何冬女夫。而有

继岳刘元礼，有岳母郑氏，又有妻兄何应锦者也。

夫尚德何如人？潘中军一厮役耳！……徐尚德匿情

聘妇，念系贫愚，姑的决示惩。

覆审得何冬女之匹于徐尚德，也以正娶，非以

苟合，胡言别嫁？……今审断后，尚德复喃喃递呈，

有“追还原聘，断妻回籍”语。……况良贱为偶，

其始原不以正。则急断此恶姻缘可也！徐尚德合照

原拟。冬女并拟赎杖，以为妇道不终之戒。［2］

本案是二十九篇涉及婚姻判决中的唯一一例经

历覆审的案件。案件起因是覆审申请人徐尚德本是

一名军中杂役，娶良家女何冬女为妻，这违反了明

律“良贱不婚”之规定，司法官李清在一审中断决

二人和离。然而徐尚德乞鞫，［3］要求将妻子何冬

女断归给他。基于封建伦理等级秩序，李清认为良

贱为婚不合“规矩”，故经过了覆审，仍维持原判。

一件忤杀事

审得妇人之善妒也，皆以妒生闻。而今忽翻一

新妒，又移而妒死，则李文继妻蓝氏是。夫文前妻

赵氏婉顺，惜中天耳！胡蓝氏庭谒舅姑后，复谒赵

氏之亡灵，而矫首不拜？……合重加惩治；仍杖赎

以儆其后。若过而不改，则有出妻之条在。夫妒死

与妒生俱出，是前条所未悉也。今而后，又当补律。［4］

在封建社会，妇女“妒”也会成为丈夫休妻的

理由之一。正所谓：“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

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5］

而本案中蓝氏善妒，妒忌的对象是已故之人，律法

只规定了善妒对象为生者，为最大化保障丈夫利益，

司法官比附认为妒忌死者也成立，仍然需要按照“七

出”休妻。

3．孀妇再嫁

已婚妇女，夫死守节，这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

明代亦不例外。《大明律》卷第三户律三婚姻十八

条第五条就有规定：“其夫丧服满，愿守志，非女

之祖父母、父母，而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强嫁者，

减二等。妇人不坐，追归前夫之家，听从守志。”［6］

有关史料表明，在明代，浙江和南直隶不仅是全国

经济上最富裕的地区，也是理学的节烈之风最炽烈

的两个省份。［7］但即使是在理学已然成熟的明代

社会，寡妇再嫁也属平常之事。因为在《折狱新语》

中涉及婚姻的二十九篇判词中就有七篇判词涉及寡

妇再嫁，占比约 25%。现择取几篇判词做进一步

探讨：

一件谋劫事

审得已故何瑞招，乃何济亲侄，而陈氏则瑞

招妻，朱氏则济之改醮嫂也。先因瑞招有妻无儿，

曾携济女孙招姐抚养膝下，则陈氏一石田之不生

耳。然身类石田，而性同水花。……合断何济领回。

仍杖治周应骐，以为鱼与熊掌兼收之戒。虽然“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今招姐之诀也。亦有以命

之乎？回头语阿女，莫薄如汝母。未知陈氏亦出

［1］封建社会，以士农工商为“良民”；以娼优隶卒

为“贱民”。

［2］［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3］即被告人或其亲属不服罪名或判决时可要求重审

的制度。

［4］［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5］黄怀信译注：《大戴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9年版，第327页。

［6］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8年

版，第96页。

［7］陈剩勇：《理学“贞洁观”、寡妇再嫁与民间社

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载《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2001年第5期，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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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言而汗颜否？［1］

本案中寡妇再嫁事的主人公陈氏乃是何济已

故侄子何瑞招的妻子。给陈氏做媒再嫁的人是何

济的嫂子朱氏。而朱氏本身就是再嫁来的，李清

判词中讽她是：“冰上人乃识山下路。”［2］因

此她对于陈氏再嫁人的急迫心情十分理解，发誓

成就陈氏同样快嫁人的愿望。本案虽最后合断何

济领回，但它反映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

社会大环境来说，自明代中叶起，在商品经济的

猛烈冲击之下，理学的正统价值观及其礼法秩序

开始崩解，理学的“贞节观”受到空前挑战，寡

妇再嫁之风十分盛行。甚至矢志为已故丈夫守志

者，也不可避免地会承受来自各方面的逼其再嫁

的压力。

一件砍门事

审得王氏者，竺世怀族嫂，而戴权明则世怀恶

党也。先因王氏夫亡身寡，淹留未嫁，果保岁寒而

歌黄鹄乎？抑逐春风而咏绥狐乎？……想王氏原不

生云雨之梦，则以世怀之人面兽心，喧乎寡嫂门者，

殆一自作之尨耳！合与戴权明各杖以儆。［3］

本案中王氏丈夫身亡，其立志为亡夫守节，

不再嫁人。然而，竺世怀大声吵闹要求寡嫂再嫁，

并与戴叙明勾结，妄图再嫁其嫂。可见，社会通

行的寡妇再嫁由故夫家主婚受财的做法是很被当

时人认同的。因为《大明令·户令》规定：“凡

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4］即夫死后

守志不改嫁的，可以继承丈夫应继承的财产份额。

这样一来，小叔急于将寡嫂改嫁的行为就不难理

解了。一方面可以使得家庭内部成员守住已故家

庭成员留下的家庭财产；另一方面孀妇再嫁使得

家中减轻了供养负担，并且还可以趁机获得一笔

聘金。

对于寡妇再嫁问题的探讨，不能仅以今天的眼

光来看待。在自耕农社会，女性守寡，经济来源不

足以支撑家庭开支，因此为了生计考虑寡妇也只得

再嫁。此外，据地方志记载，明代宁波地区溺杀女

婴以及弃婴的痼疾一直存在，进而造成适婚男女比

例严重失调。再加之婚姻配置不平等，即家境优渥

者往往娶妻又纳妾，许多家境窘迫的男子更娶不到

妻子了。在这种情况下，未婚男性不得不把求偶目

光投向孀居妇女。 

总之，无论是孀妇自己的意志还是被迫，明代

社会寡妇再嫁之风作为婚姻中的一种独立现象都不

容忽视。

4．典雇婚姻

典雇婚姻作为中国古代婚俗之一早在汉代以前

就开始萌生，直到明清达到顶峰。这种临时性的婚

姻一般具有三种特征：第一，以人为物，以妇女年

龄大小，期限长短论价典租；第二，典妻与其原配

丈夫始终保持夫妻关系；第三，在典雇期限终止时，

一般表现为留子去母。

就主流趋势来看，历代统治者都对这种婚姻形

式持反对态度，尽管明代是典雇婚俗的盛行期，明

代统治者仍然明令禁止。《大明律》卷第三户律三

婚姻十八条第二条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

为妻妾者，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妇女不坐。

若将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杖一百，妻妾杖八十。

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财礼入官；不知

者不坐，追还财礼。”［5］对于这种婚姻形式，虽

然官方明确禁止，但民间依然盛行，这类婚姻在所

有涉及婚姻的判决中就占比约 14%。现列举一例说

明如下：

一件奸占事（二）

审得何九二者，乃徐戚生同堂姊夫。而顾氏则

戚生之妻，令典为九二妾者是也。……逆而行之，

是以阿舅之妇作妾也；顺而归之，是又以姊夫之妾

作妇也。颠之倒之，闻者绝倒，合断归徐戚生，以

正纲常，原契涂抹附卷。［6］

本案中徐戚生将自己妻子顾氏典卖于同堂姊夫

何九二作妾。李清在审理此案时就表达了自己认为

这是违反纲常伦理之事，表达了对被典顾氏甘愿屈

居人下的不满：“又独恨顾氏者，何以雌伏难甘而

能甘也！”［7］事实真的是顾氏“无能”所导致的吗？

［1］［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2］同上注，第49页。

［3］同上注，第 42页。

［4］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8年

版，第241页。

［5］同上注，第96页。

［6］［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7］同上注，第333页。



20

《中西法律传统》	 2023 年 第 2 期（总第 25 期）

实则是在男权社会，女性独立地位彻底丧失，沦为

男性的附属，人身自由难以保障，丈夫对妻子的占

有类同私产，能做主将妻子典卖（雇）与人。这并

非妻子顾氏不愿就可以解决的。

从李清的《折狱新语》四篇涉及典妻判词观之，

“家徒四壁，贩妻糊口”［1］、“本以贫故”［2］等

之类的词多次出现，可见，出典原因多是迫于生活

压力；而典入方也多半是受传统文化中“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影响，典雇女性以绵延后嗣。

5．涉妾判决

妾者，即旧时男子在正妻以外娶的女人。在古

代社会奉行一夫一妻有妾制的婚姻原则下，纳妾是

常见之事。妾作为旧时婚姻生活的一部分，《折狱

新语》婚姻卷共有五篇涉及，占比约 17%。这五篇

判词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婢女为妾

之诉；第二类是妻妾失序之诉；第三类是单纯的涉

及婚内买妾之事。首先，“一件斩占事”“一件环

烹事”“一件黑冤事”三篇判词分别围绕婢女是否

为妾、婢女之死是否是因为“悍妻杀妾”展开叙述；

其次，“一件灭亲事”以妻妾口角为起点，叙述了

一件妻妾失序之事；最后，“一件硬奸事”记载的

则是由买妾引发的一件争端。

在古代，妾有良人妾，又有贱人妾。前三篇

判词中婢女为妾的状况便是属于贱人为妾。从中

可以看出明代贱籍之一婢女为妾的情形不在少数。

故在此有必要探讨一下这一群体婚姻的特殊性。

其一，由于婢女是由主人家花钱买入的，因此婢

女婚姻常常伴有经济色彩。“斩占事”中，柯家

女体弱，便派婢女梅女前去鲍家照顾，然而，柯

氏女婿鲍应龙与其有染。为此，柯家以梅女为鲍

应龙之妾而状告鲍家。最后此婢女嫁卖于鲍家，

此案以银钱给付柯，而女终归鲍结案。可见促成

婢女婚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利益”，是单方

面有利于主家的利益。其二，婢女可以与良人身

份的男子婚配，可为妻，可为妾（大多数情况下）。

这是由于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催生了社会等级秩

序松动和良贱界限模糊，使得婢女择婚对象相对

宽泛。虽然由于婢女的性别因素并不完全受限于

良贱不能为婚的限制，但法律依旧是维护正妻利

益。因为根据《大明律》之规定：“凡以妻为妾者，

杖一百。妻在，以妾妻者，杖九十，并改正。”［3］

比如，在“一件灭亲事”判词尾部李清就告诫小

妾兰氏：“然则为兰氏者若何？无专‘如兄如弟’

欢，自联如姊如妹好。‘抱衾与绸，实命不犹。’

愿深体乎斯言！”［4］

三、《折狱新语》中婚姻案件判决
的特点

作为地方司法实录，从《折狱新语》中可以窥

见明代司法官对待各种婚姻争讼所持的态度，从而

总结出婚姻案件判决所呈现的特点如下。

（一）更倾向于保护男性利益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男权社会，女性是男性的附

属，凡事以男性利益为大，在婚姻判决中也不例外。

现选取一例以作说明：

一件冤命事

审得汪三才去妇大奴，陈汝能义妹也。先因

三才父继先，曾出银廿两，聘大奴为三才妇。夫

大奴一石女耳，……然则为汝能者，将令三才于

飞之愿，仅托巫山一梦，而不复为嗣续之绳绳计

乎？是面欺也。应杖治汝能，仍追聘金廿两，以

结此案。［5］

此案是争讼一方汪三才诉陈汝能将石女大奴嫁

与其为妻，并要求休妻追回聘金的。在古代，婚姻

的功能被视为是：“昏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

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6］因此，

妻子能否生育子嗣在婚姻中尤被看重。汪三才妻子

大奴为一石女，无法为夫家延绵后嗣。在此情况下，

为维护男方家族利益，司法官李清依据“七出”之

一“无子去”［7］应三才之诉求，李清判决两人离异，

而且认为陈汝能之行为已构成欺诈，杖责陈汝能并

［1］［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1页。

［2］同上注，第72页。

［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8年

版，第96页。

［4］［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5］同上注，第8页。

［6］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版，第991页。

［7］黄怀信译注：《大戴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9年版，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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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聘金。

（二）违律为婚强调主婚人的责任

为强化宗法伦理堤防，古代社会一致规定在违

律为婚或者嫁娶违律时家长负主要责任，因此作为

主婚人的家长需要审慎择婚。《大明律》卷第六户

律三婚姻第十八条专门规定了嫁娶违律主婚媒人

罪：“凡嫁娶违律，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

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结婚男女不

处罚。”［1］《折狱新语》中有关婚姻的判决也体

现了强调主婚人的责任。举例如下：

一件活拆事

审得沈洪之以女许方胜子也，乃崇祯元年事也。

迨延至三年，则是女红叶欲沉，而摽梅已过矣。盖

因胜家窘甚，故迟回至今。……姑念贫而退婚，非

其愿也。且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则沈洪亦不能无

罪焉。合与巧舌如簧，分鸿断鸳之李春，各杖示惩。

其一女则万妻也。流水落花两无情矣！方胜不得再

有呶呶，自取反坐。［2］

本案中，作为主婚人，沈洪因根据钱财多少决

定婚姻，先后以女许两人。司法官追究其责任。除

本例之外，《折狱新语》中还有许多这方面的判决。

比如，在“一件逼嫁事”中司法官追究袁尚鼎将女

儿同时嫁与两人之过，薄罚示惩。在“一件劫妻事”

中，司法官断主婚人方德四择婚不慎，姑杖示惩。

在“一件拆妻事”中，汪寿法一女二嫁，司法官处

其杖刑。

（三）重视对妇女的道德教化

明代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其所谓的“道德”即

以“理学”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强调女子妇德、贞

操等。李清判词的一大特点是通篇用典颇多，而细

细观察会发现其所引用典故大多数是出自于《列女

传》之类的文书中。这就造成了其判词的一大特

色——歧视妇女，即对妇女特别注重灌输礼教思想。

尤其是处理寡妇再嫁问题时，总是会对女性予以说

教，表现出对寡妇再嫁人做法的鄙夷。现列举一例

如下：

一件飞攫事

审得毛氏者，陆生员弟妇，而毛文始则毛氏父

也。夫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女子之再嫁也，父命

之。学礼者曾闻斯言乎？毛氏之亡其陆氏夫，而操

愧孤鸿，忽欲逐队野鸳也。……彼为毛氏妇者，固

于为鹑为雀间自作同群矣；将为陈氏夫者，亦于不

龙不蛇间自置一位乎？陈生蒙面昧心，合与忘亲负

约之陆生，各杖以儆。仍于陈生名下，追银六两，

给元瑜以了前案。［3］

本案中，毛氏再嫁之行为不符合封建纲常伦理

的规范，李清认为其节操远不如孤零失偶的鸿雁。

指责毛氏再嫁，将毛氏与鸿雁对比，有“人不如禽

兽”之意。［4］文末又借“不龙不蛇”斥陈生作为

毛氏的丈夫，自处于不伦不类的地位。［5］这些都

体现着古代社会倾向于教化妇女要“从一而终”。

（四）倾向于保持婚姻关系稳定

《礼记·郊特牲》言：“取于异姓，所以附远

厚别也”［6］，就是说通过婚姻与外姓结盟，补充

宗法政治秩序。由此可知，男女婚姻关系宗族利益，

不仅仅是男女双方的事情。故司法官在裁决时要慎

之又慎，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维持婚姻关系现状。

如下例：

一件劫妻事

审得沈斌者，鄞人也。先因厉马所生六女，曾

许斌为妻，以十两聘。夫厉氏女已作方家妇，则非

撩人之野花，可一任招飏于狂蜂浪蝶者也。胡马

二三其行者，复改许方德四子也。……合命德四出

银十两，补沈氏原聘。而女归于方；金归于沈，如

是者安矣。厉马蒙面鼠窜，于禽兽又何难焉。方德

四择婚不慎，姑杖示惩。［7］

本案中，厉马所生六女先许配给沈斌为妻，后

来厉马又将女儿许给方德四子。尽管方德四有择婚

不慎之虞，但考虑到厉氏女已作方家妇，李清便判

决德四出银十两补给沈氏，而女归于方，即维持现

有婚姻关系不变。但倘若依律判决“一女二嫁”这

［1］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8年

版，第66页。

［2］［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3］同上注，第31页。

［4］同上注，第33页。

［5］同上注，第34页。

［6］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版，第379页。

［7］［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22

《中西法律传统》	 2023 年 第 2 期（总第 25 期）

种情况，需女归前夫。只有在前夫不愿的情况下，

倍追财礼给还，其女才从后夫。［1］体现了司法官

更倾向于保护现有婚姻关系，因为一旦判处离婚不

是男女双方个人之事，而是事涉两方家族，需要慎

之又慎。

四、《折狱新语》中婚姻案件判决
的社会成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

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执法、司法都根源于一

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当然，除了经济这个决

定性的因素之外，也会有其他影响因素，现就影

响《折狱新语》中婚姻案件判决的社会因素总结

如下。

（一）经济的发展

明代统治者注重吸取元灭亡的教训，建立高

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这也为明社会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明中后期商品

经济发达，乃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随之带来

的是社会风气的转变。比如上述提及的婚姻论财

之风，使得社会中“一女二嫁”之事泛滥，即使

依照明律主婚人要就“违律为婚”承担责任也在

所不惜。此外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棉纺

织业和蚕桑业兴起与发展，妇女的生产劳动越来

越成为家庭经济来源的重要部分，妇女在家庭中

的经济地位得以提升。妇女们便更加有底气表达

自己想法，追求自由。

考虑到这些社会现象根源于经济，仅仅凭借

依律判决的案件无法扭转社会风尚，稍有不慎，

甚至会适得其反，司法官便根据社会情势灵活适

用法律做出判决，以期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以

至于在判决多件“一女二嫁”案件时，司法官充

分考虑当事人的想法，而非严格依律将女判归

前夫。

（二）社会秩序的治理要求

理学在明代被统治者推崇为正统思想，明代统

治者以法律手段维护着理学所倡导的传统纲常伦

理，对女性提出诸多要求。广大理学家也常常用纲

常礼教和贞洁观念禁锢着广大妇女，使之成为妇女

难以摆脱的封建枷锁。反映在李清的判词中则是对

女性连篇累牍的说教以及引经据典的鄙夷，这在寡

妇再嫁类争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司法官引用春秋楚白公胜之妻贞姬、卫敬瑜

妻节妇王氏、春秋吕氏等古代女性或正面褒扬或

反面贬抑说教涉诉女性；又以芙蓉花瓣置于枕中

可止妇人妒等说法表达对女性“不妒”的要求。

可以看出要求女性修妇德已经成为李清判决结果

的一部分。形成这种现象实在是由于封建社会维

持社会治理的要求，因为按照董仲舒之主张，正

统法律思想是以“三纲”为核心，以皇权至上、

德主刑辅为基本特点的法律思想。［2］而君臣、

父子、夫妻三种社会关系被视为是中国传统社会

建立的基础，端正夫妻之义就是在维护传统社会

秩序。

（三）主流司法观念的影响

首先，受儒家所倡导的“听讼，吾犹人也，必

也使无讼乎”［3］法律观念的影响，人们在发生纠

纷时更倾向于主张利用伦理道德观念来调节协调，

比如明代盛行的“申明亭”制度和“乡约”制度就

是这一“无讼”观念的践行。在“一件黑冤事”中，

两李争一菊，李清就当庭对李弈与李方禄两人进行

调节，告诫他们两个李姓之人不要再因为一个瑞菊

而起争端了。另外，在“一件活拆事”一案中，

方胜诬告沈洪，虽没有受到实际处罚，但最后被李

清告诫不要再在此事上没完没了，否则一定按照诬

告处罚。反映了司法官希望通过道德调整达到无讼

理想。

其次，慎刑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以贯之的法

律思想，从西周的“明德慎罚”到宋的“恤狱慎刑”；

从西周的“三刺之法”到宋的“翻异别勘”。分别

从立法司法指导思想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反映了中

国传统法律中的“恤刑慎杀”精神。元灭以后，明

代立法回归中华法系的正统，这一精神自然也被明

代统治者所继承，并成为对官吏司法实践的要求。

明代理学家丘濬就曾说：“民有不齐者，不得已而

［1］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8年

版，第95页。

［2］刘广安：《中国法律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年版，第70页。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

版，第174页。



23

《折狱新语》中的婚姻判决研究

用刑以治之。”［1］在“一件活拆事”中，李清明

确表达了“本当以诬告反坐，姑念贫而退婚，非其

愿也”［2］的观点，从而对诬告方从轻判处。又比如，

在“一件逼嫁事”判词结尾李清提到姑且念着何挺

愚稚，不予追究。某种程度上，这都体现着地方官

吏审慎用刑的思想。

最后，在涉及婚姻的二十九篇判词中，隆礼观

念贯穿其中。不论是对寡妇再嫁行为的贬抑，还是

对被典妻妾的教导，司法官总在认真履行着自己的

教化职责，这是对明代“明礼以导民”的法律指导

思想的践行。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列女传》的例子，

反映了对古代社会中礼的重视。从判决结果可以看

出许多案件不是依律判处，而是依礼断决。比如“一

件法斩事”中，陈世杰曾聘二木家婢为妾，司法官

恐一老一少有伤风化，到底为恶姻缘，故支持婢女

改嫁刘龙。

五、《折狱新语》婚姻判决的局限
性及其当代价值

中国古代法制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家族，二

是阶级，这一点从李清《折狱新语》中涉及婚姻的

二十九篇判词中可以窥见一二。但《折狱新语》之

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定是有其可取之处，万不可以

偏概全。本文将就其中的局限性以及可取性分别概

述如下。

（一）《折狱新语》婚姻判决的局限性

在《折狱新语》涉及婚姻的二十九篇判决中，

只有一篇涉及到上诉问题，其余二十八篇在当时都

是一审终结，可见，李清判决结果的说服力还是很

高的。然而，这些婚姻判决在今天看来也有一些局

限性，这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现将其

体现的局限性总结概括如下。

首先，过分强调妇女节操。在《折狱新语》婚

姻判决中，司法官将案件发生归因于妇女本身，认

为是她们不能做到“从一而终”，并将失节妇女贬

损作“彘”等，体现对女性群体的歧视。事实上，

强调妇女贞操也是明代官方一直在做之事。明代官

方以各种方式鼓励女性守节，比如《大明令·户令》

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

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3］即

以奖励实质利益的方式强调妇女守节操。

其次，有强烈的迷信倾向。比如，在“一件

法斩事”中就两事例对比提出“阴功”之说，强

调因果循环，要行善积德；在“一件欺寡事”中

就借“亡妻化鸡”这一说法来告诫当事人。在多

篇判词中李清都借用鬼神之说来教化人们，在此

不再一一列举。

再次，明确区分身份等级。在古代社会，人

被划分为“良民”和“贱民”，并且法律明确规

定良贱之间不得通婚，以保证社会阶层固化，利

于封建统治者加强统治。通读二十九篇判词可以

发现，李清在涉及良人妇女违律时，大多予以说

教，最多判处杖赎。而在“一件硬配事”中涉及

老鸨周氏（贱籍）违律则直接判处实质性的杖刑，

不准收赎。

最后，自由裁量权过大。司法官李清自由裁量

权过大主要体现在案件事实认定上自由裁量权过大

以及判决结果上自由裁量权过大两个方面。在事实

认定上，判词中经常出现“想挺之真情不至是也”［4］

之类的并无证据支撑的推测语；在判决结果方面，

判词中也会出现“念系愚稚，姑免究拟”［5］之类

的词语，从而减轻对当事人的处罚。

（二）《折狱新语》婚姻判决的当代价值

研究中国法律史，剖析其当代价值，需要我们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以上列举了《折狱新语》

婚姻判决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通过对这些涉及

婚姻判决判词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以下将分点陈列其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首先，定案要立足证据。证据检验理论在宋

代开始发达，留下了大量证据学与法医学名著，

比如南宋郑克的《折狱龟鉴》以及宋慈的《洗冤

集录》等。这些或多或少都成为后世司法官断案

之依据。明代继承了宋的司法成果，从李清的判

［1］［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

年版，第864页。

［2］［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8年

版，第241页。

［4］［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5］同上注，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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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可以看出其对证据的重视，判词中也一直强

调着据客观证据断案。这对更加强调“以事实为

依据”的当代司法来说，值得关注。所谓“事实”

并非案件的客观真实，而是根据现有证据推断出

来的法律事实。因此，重视证据检验十分重要。

比如，在“一件擘破事”中，争讼一方任春龙先

前经人棒喝出家为僧，便写下与妻子李氏的离婚

字据。当妻子改嫁他人，春龙悔之，李清便根据

其之前写作的契书做出判决。契书内言明：“高

山磊石，并无击转；劈竹两开，再无重合。”［1］

由此可见春龙当初的决绝以及立契完全是出于自

愿。故告诫春龙还是好好做和尚，莫要再贪念前

妻了。又比如，在“一件冤命事”中，对于大奴

是否是石女一事，李清特请两稳婆检验之，依据

检验结果做出裁判。

同时，判决要兼顾情理法。“情”即人情，“理”

即常理，“法”即律法。《大明律》是明代婚姻

基本法，李清在判案时“以法律为准绳”，并适

当兼顾人情和常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法

律滞后性明显，李清在做出判决之前进行个案分

析，不是纯粹盲目照搬法条，尽量融情于法。因

而使得司法公信力较高，二十九篇判词中仅有一

篇涉及覆审问题。这对案件数量爆发式增长的当

代来说，着实发人深省。在司法活动中，应该树

立法律的至上权威，不应当以是否符合道德常情

来决定是否摒弃法律的运用。但如果仅仅刻板依

照法律来司法，会引起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质疑，

因此应当情理法兼顾。例如，在“一件逼嫁事”中，

袁尚鼎先将女儿许给何挺，交换了订婚人的庚帖。

然而十余年间，何挺并未下聘礼。后来袁尚鼎将

女儿另嫁给孔弘祖，属于“一女二嫁”。李清判

断何挺十余年都不下聘，有违时人结婚程序之“常

理”。认为何挺在袁家女儿已嫁人后选择上告，

实在是因为想要获得赔偿。对于袁尚鼎“一女二嫁”

之行为依律做出适当处罚。这一案件的判决既符

合法理又顺乎人情。事实上，从前文所列表格可

知，大多案件（21 件）依律判决，少部分（8 件）

案件是因刻板依照法律做出判决会有悖司法精神，

社会效果不好，故李清在兼顾了情理之后做出最

适宜的判决。

六、结语

《折狱新语》作为明代地方司法实录，记录

了李清依据律令以及礼法情理对其任职期内受理

的宁波府地区婚姻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从这些

判词中我们可以推知明代判牍中的婚姻判决情况。

尽管在今天看来李清的判决有过分强调妇女贞操、

迷信、过分强调说教等局限性，但对当时的社会

来讲，李清能够综合权衡情理与法理，在判决过

程中穿插“无讼”“慎刑”“隆礼”等理念，很

好地适应了当时社会需要，因此其判决结果上诉

率极低。

由于经济转型，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说教有

所松动，婚姻论财、典雇妻女、寡妇再嫁等现象

泛滥，律令规定与现实社会脱节。李清根据情势

创造性地发展出保持婚姻关系稳定的审判原则和

礼优于律的审判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各种类型的

婚姻争讼，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

对记载于明代判牍中的这些案件的研究，在今天

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1］［明］李清著：《折狱新语》，陆有珣等注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